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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與民主： 
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運作與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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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以獨立委員會為主體的環評制度，近年迭因政治的紛擾，出現正

當性危機，而有改革的需求。本文之主旨在於檢視環評問題的本質，從歷

史淵源探究我國環評機制的制度源由與發展，說明這個以專業包裹政治的

制度特色如何在我國的民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環保角色。本研究發

現，當政治情勢丕變，專業審查不敷民主治理的時代所需，相較於民進黨

政府執政時期引入廣泛的社會利益代表以補充專家決策的不足，導致衝突

加劇；現今以更專業的「專家會議」來解決衝突，卻也產生治絲益棼的效

果。本研究以大林電廠機組更新案為例，顯示我國環評面對的挑戰乃政治

問題，改革之道，宜採「市民科學」的途徑，強化環評的政治承載力，廣

泛引進政治參與的機制，才能讓環評兼顧專業與政治的需求，繼續扮演其

被設定的環保角色。 

[關鍵詞]：市民科學、專家會議、政治承載力、公民參與、遴避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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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制度變遷的角度觀察，環境影響評估可謂發展最成功的環境保護制度之一

（Bartlett, 1988; Caldwell, 1998）。自從四十年前這個制度在美國被設計出來，作

為保護環境的預防性措施，隨著全球暖化、資源耗竭等威脅日益明顯，環境保護與

生態保 育成為 普世 價 值（ Nazli, 1993 ）， 以及「 國際環 境治 理 體制」

（environmental regime）的正當性迅速強化（Miles, Underdal, Andresen, Wettestad, 

& Skjaerseth, 2002；葉俊榮，1997；1999）等趨勢的推波助瀾之下，這個制度已擴

散到世界不同的角落，不管經濟發展上是工業先進國家還是開發中國家，政權性質

是民主還是威權，都見得到類似制度的身影。同時，經過各國在地化的努力，環境

影響評估制度逐漸發展出多樣的風貌，融進各國的治理體制與政治現實之中，在環

境治理工作上發揮不同程度的作用。 

此一制度於國際間擴散與在地化的過程中，不斷遭遇專家決策（專業邏輯）如

何與政治角力互動（民主邏輯）的挑戰，1 因此成功的制度運作都必須設法加以回

應（Winner, 1988）。理想上，環評制度要求決策者透過專業評估來防止開發案對

於環境的破壞。但在實務上，評估與決斷的過程必然有利益滲入以及權力角力的問

題（Clark, 1994; Petts, 1999）。環評制度要能長久運作，其決策者無可避免地必須

周旋於各方政治勢力之間，逐步建立其專業的公信力，強化其決策之正當性

（Shepard & Bowler, 1997）。此間不但涉及正式的制度設計來設定決策者的誘因結

構，減少決策者對政治利益的敏感度，也依賴制度內的行動者在長期策略性互動

後，建立某種默契與非正式規範，以補綴正式制度的不足。 

我國在環評制度正式引進之後，曾維繫了一段運作相對較穩定的時期。有鑑於

不同的政治環境下，制度取得正當性的來源並不相同。過去透過「專業」獲取正當

性的制度設計，隨著政治環境變化，如政黨輪替與二次輪替，這個制度開始為外界

                                                      
1  本文區隔兩個不同的環評決策模式，專家決策（專業邏輯）將環境議題（例如開發案對

於環境的污染程度）視為可以以科學數據客觀認定的問題；相對於民主決策（民主政治

邏輯）則強調環境議題的主觀性，必須服膺社會公眾的廣泛利益並透過民主機制（例如

投票、妥協等）達成決策。然而這只是理論上的區隔，在現實運作中，專家決策往往被

批評為「科技決定論」的意識型態，而透過民主制度所產生的決策，也未必沒有任何客

觀專業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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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質疑，許多過去未曾被關注的爭議也逐漸浮上檯面，一直到近兩年，都還在紛擾

中設法調適，尋找協調政治與專業衝突的機制與平衡點。為解釋此一現象的成因並

分析我國目前運作之困境，除本段前言外，以下首先綜合檢視我國環境影響評估運

作的相關統計，以比較宏觀的方式分析其環評制度發展的狀態，呈現環評如何受到

政治化的衝擊；其次進一步回顧專業決策和利益政治間在環境決策中的不同角色；

第三部分則論證我國目前環評制度困境的歷史成因，試圖從制度引進的初衷與政治

考量切入，討論原始制度設定的理論意涵，然後檢視專業決策的政治涉入問題，並

以台灣為例，展示環評制度在我國發展的情形；最後據此討論相關的政策意涵。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文獻分析和田野調查為主。除了透過新聞媒體和論文資

料的蒐集（分別針對環境影響評估法立法過程、環境影響評估法運作、大林電廠案

等主題），也進行深入訪談，訪談對象包括環保署的官員、歷屆環評委員、開發業

者（如台電）、環保團體和嫻熟相關主題的學者等。此外並輔以量化統計方法，分

析歷年環評案件所需的時間和審查結果，以和質性的描述相互配合。 

貳、我國環境影響評估運作概況 

我國自 1994 年底環評法通過以來，至 2009 年八月止，共有環評案件 1320

件， 其中一階段的說明書 750 件、二階段的評估報告書 119 件、差異分析報告

192 件、變更內容分析 206 件、其他 53 件。2 其中仍在審查中的占 168 件，約佔

12.7%。3 如果遺漏值沒有系統性的偏差，4 根據粗略的統計，不分種類，每個案

                                                      
2  「說明書」是環評最基本的型態，依照環評法規定，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行為時，應

檢具環境影響說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

審查。如果審查結論認定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則應繼續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亦即「評估報告書」的審查，其中納入公開之說明會和民眾參與的機制等。如果開

發單位就原申請內容申請變更，而其規模或影響在一定程度以內（如「環境影響評估法

施行細則」第 38 條所列）者，則提出「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其中涉及前法第 37
條所規定者，則需檢附「變更內容對照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核。

相關細節請參考「環境影響評估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上述案件數為環

評委員會處理的個案數，而非進入環評程序的實際「投資案」的數目。因為有的投資案

因進入二階而兼有說明書與評估書，甚至還有差異分析報告書或變更內容分析等，故可

能重複計算。由於每個投資案都必須經過一階的說明書，因此說明書的數目大致等於投

資案的數目，約 750 件。 
3  資料來源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環評書件查詢系統」所登錄的資料建立資料庫，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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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耗費的時間平均約為半年。然而，由於每個案子複雜程度與爭議性高低不一，所

以個案之間耗費時間的差異性相當大，如說明書審查程序比較簡單，耗時較短，約

170 天；其中約不到百分之十的案子會進入二階環評（如表二），必須符合相當複

雜的程序要求，耗費時間較長，故評估報告書的平均時間達 187 天。從最大值和標

準差可以發現，有些極端的例子拖得甚久，拉高了整體的平均數。5 然而，若參考

說明書的中位數（109 天），可發現仍有一半左右的案子能在四個月之內獲得結

果，並和環評創立初始預設廠商能夠承受的環評時間約 3.5 個月的預期相去不遠。 

表一 環評處理天數統計 

案件類別 平均數 有效個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數 
說明書 173 447 188 2 1371 109 
評估報告書 187 33 164 27 601 122 
差異分析報告 196 35 118 34 484 196 
變更內容對照表 67 2 2 65 68 66 
其他 339 3 161 152 436 428 
Total 176 520 182 2 1371 116 
* 有效個數=520（45.1%） 遺漏值=632 
** 四捨五入至個位數 

資料來源：作者依據環保署環評書件系統資料統計而來 
 

上述審查所耗費的時間長短，可以在時間序列上看出一個明顯的上揚趨勢。如

圖一所示，1997 年平均僅 79 天，1997 到 2004 年之間略有增加但大體維持平穩，

只有 2002 年稍高。然而，自 2005 年陳水扁政府第二任以後，則一路竄升至 200 天

以上，至 2007 年逼近 400 天的最高峰，然後於趨緩，顯示 2005 年為重要的分水

嶺。 

                                                                                                                                                 
閱網址：http://ivy5.epa.gov.tw/eiaweb/。另請參考邱玲裕（2007）針對書件資料進行的內

容分析。 
4  根據受訪環保署官員解釋，2002 年以前資訊系統尚未建立，資料必須透過人工查詢紙本

謄錄，有些紙本資料不容易找到（例如繳費和委員會日期），因此遺漏值較多。 
5  說明書最大值為 1371，超過三年半。香山海埔新生地的投資案從環評法一實施就成案，

直到 2000 年底才走完程序，即為顯例，相關案例之介紹請參考 Tang（2003）；陳彩純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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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環評決策所需時間趨勢圖 

 

表二 環評通過比例 

 有條件通過 
%(n) 

進入二階 
%(n)

退回∕撤銷 
%(n)

認定不應開發 
%(n) 

總和 
n 

95 70.3 (26) 24.3 (9) 2.7 (1) 2.7 (1) 37 
96 68.3 (28) 31.7 (13) 0 (0) 0 (0) 41 
97 78.4 (40) 21.6 (11) 0 (0) 0 (0) 51 
98 88.9 (32) 11.1 (4) 0 (0) 0 (0) 36 
99 85.1 (86) 6.9 (7) 4.0 (4) 4.0 (4) 101 
00 84.9 (62) 9.6 (7) 0 (0) 5.5 (4) 73 
01 88.0 (88) 4.0 (4) 5.0 (5) 3.0 (3) 100 
02 84.2 (32) 2.6 (1) 2.6 (1) 10.5 (4) 38 
03 75.0 (39) 7.7 (4) 5.8 (3) 11.5 (6) 52 
04 91.1 (41) 2.2 (1) 4.4 (2) 2.2 (1) 45 
05 61.7 (29) 0 (0) 19.1 (9) 19.1 (9) 47 
06 80.6 (25) 3.2 (1) 12.9 (4) 3.2 (1) 31 
07 75.0 (24) 3.1 (1) 18.8 (6) 3.1 (1) 32 
08 76.9 (10) 0 (0) 23.1 (3) 0 (0) 13 
09 0 (0) 100 (2) 0 (0) 0 (0) 2 
總和 80.4 (562) 9.3 (65) 5.4 (38) 4.9 (34) 699 

* 有效個數=699（100%）  遺漏值=0 
** 母體為所有 94 年以後所有環評說明書扣除審查中的個案 
*** 百分比計算到小數點以下第一位 

資料來源：作者依據環保署環評書件系統資料統計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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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耗費的時間外，另一個可以搭配觀察的統計結果，是環評結果的通過比例

（含通過與有條件通過兩種，但直接通過而不附帶條件者其實非常少）。綜合

1995 年以來的粗略統計，每年平均大約八成的環評案可以在第一階段獲得通過，

少部分由開發單位自行撤回，有些則進入第二階段的環評，被環評委員會認定「不

應開發」的案件僅約總數的二十分之一。然而，有趣的觀察是，在上述審查時間偏

高的同一年份，通過率也偏低。如表二和圖二所示，除了同樣在 2000 年以後認定

不應開發比例有逐漸增加的趨勢，2005 年亦是一個明顯的高峰；通過率則低至六

成的史上新低點，同時 2005 年以後退回∕撤銷的比例也激增。 

 
圖二 通過率趨勢圖 

 
如何解釋 2000 年之後向上攀升的趨勢，特別是 2005 年的轉折？這兩個時期，

正好也是環保署長由環保團體出任的時候。6 環保署長一方面可以環評委員會主席

的身份，巧妙地透過議程控制或暗示的方式，設法影響環評決議，遂行政策目的；

另一方面也可能透過環評委員的任命權，來左右委員的意見。甚至可以利用更改慣

例的方式，影響環評結果。7 此外，有別於過去環評委員多從學界中產生，2005 年

                                                      
6  分別是林俊義與張國龍。 
7  例如，引起社會高度爭議的蘇花高案中，專案小組中政府官員佔了 4 名，高於過去的慣

例。另外一個例子也包括 2007 年 11 月環保署以「委員全數新任」的理由召開史無前例

的「會前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推翻台鋼廠需進入二階環評的結論，退回專案會

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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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署長張國龍邀請了一些活躍的環保團體領導者進入環評委員會，許多過去未

曾被妥善處理的社會利益議程，一躍成了環評的焦點。8  

上述宏觀現象引起長期關注台灣環評制度者的注意。反映出環評過程中「政治

元素」的影響，它一方面代表著過去只侷限在專家決策的制度邏輯面臨著正當性的

危機，另一方面也反映一種改革的進路和嘗試。進一步說，環評這個功能性的制度

必須築基於政治體系，當底層的政治體系經歷劇烈的變化，上層體系原來的平衡也

必然遭受重大衝擊，而必須重新尋找均衡點。隨著政黨輪替，原先在野的環保團體

得以進入決策體系，挑戰原先非常強調「專業」（專家）的決策模式，引進更多的

「政治」（民主）元素，進而導致審查期間拉長、通過率降低。這本身並非「好」

或「壞」的問題，但具備制度改革上的意涵：如何找到新決策機制讓專業與政治元

素有更充分的對話，讓彼此的衝突更順利解決？ 

參、政治與專業的邂逅 

環境影響評估專業決策與分配利益的政治運作的關係為何，近年已累積相當豐

富的討論。純就實證的觀點而言，國際上環評制度的發展，似乎是將環評從單純輔

助決策的專業諮詢，藉著整合其他利益分配與溝通的制度，提升為綜合性的決策機

制，諸如歐盟、英國、荷蘭等國，都將環評整合在複雜的民主決策之中，維持一個

高度政治化的環評體系（Wood, 1995）。這個趨勢，與近年對「政策科學」研究以

及規劃研究的反思與發展若合符節。政策研究近年備受重視的「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明確地質疑專業分析中維持「價值中立」的可能性，其強調

政策論證往往是「不同理性間的競爭關係」（competition of rationalities），因此認

為設法在不同主觀之間爭取論述空間，建構知識發展的基礎，似乎是比較合理的評

估過程（Richardson, 2005）。 

一、政策評估的主觀性 

上述政策（環境影響）評估遇到的第一個挑戰是所謂的「評估在方法論上的晦

澀」（methodological thicket of appraisal, Grove-White, 1997: 26）。姑且不論參與評

                                                      
8  例如劉至成、鄭先祐、李根政、文魯彬、詹順貴等人皆為各個環保團體和環境運動的重

要領導人物，請參考許靜娟（20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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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者是否會因為意識型態或實際利益而刻意操弄這個程序，假設一群善意而具備溝

通意圖的環評決策者，願意用科學研究的態度追求最接近真理的答案，彼此之間要

能溝通，必須建立在彼此理解且同意的「基本假設」（presuppositions）或「框架

性假說」（framing assumptions）之上。這些假設或假說因為是先驗的，所以具有

某種「內在主觀性」（intrinsic subjectivity），如果大家不肯在建構此一基礎架構

的努力上讓步，就會形成所謂「典範式的鴻溝」（paradigmatic cleavage），對於所

觀察到的現象，缺乏共同理解的基礎。若以 Kuhn 的詞彙表達，就是「不可共量」

（incommensurability）的問題。在同一學科領域中況且如此，當涉及不同學科領域

（如環評涉及 14 個專業領域，含括人文理工與生物等不同學門），彼此溝通的基

礎更為薄弱，常形成一種「多元理性競爭的現象」（contest among multiple ration-

alities, Richardson, 2005）。如何取得彼此的讓步，讓哪些基本假設最後能夠浮出，

往往就決定知識或評估的發展方向與風貌，故有人將此結果稱為「協商的知識」

（negotiated knowledge, Owens, Rayner & Bina, 2004: 1947）。9 在環評決策中，此

類假設性的問題非常多，舉凡「範疇的界定」（scoping），指標的選擇，會計原

則（如折現率，discount rate）的確立，以及社會及生態系統邊界的設定等，都屬

於這類先驗性的問題，無法透過辯論過程加以釐清，而需要彼此協商與退讓，尋求

彼此之間的最低限度可接受的方案。 

由於這種衝突存在，決策的進行需要遵循某種機制，讓某些決策成員的主觀優

於其他人，否則在彼此缺乏共識的狀態下，只好訴諸政治實力，透過彼此同意的程

序（如表決），來作成所謂的「專業決策」。以我國環評為例，早期處理這種缺乏

共同理解平台的情況，解決辦法是交由專業背景比較相關的委員，以專案小組進行

比較深入的討論，再提交大會審查。大會原則上尊重小組委員的決議，以共識的方

式決策。當然這個小組的影響力就會大幅膨脹，因此必須以其專業意見的品質來鞏

固其影響力的基礎─當其專業判斷遭受外界質疑而無法有效辯護，則其權力的正當

性也會被削弱。不管因為小組的專業水準不足，還是其他考量讓這個機制被破壞，

導致委員們各自堅持自己的假設，最後比較可能的決策方式就是投票。10 換言

之，專家為主體的委員會卻難以履行其「專業」功能，恰恰相反的，卻可能必須仰

                                                      
9 社會科學的哲學及知識社會學中關於權力在知識發展中扮演的角色，請參考黃瑞祺

（2000）。關於主、客觀區隔以及價值中立等問題的討論，請參考 Bernstein（1978）。 
10 例如現任環保署長沈世宏從擔任台北市環保局長以來，即大量應用投票的方式解決環評

委員中的爭議。環保署官員 A1、A2、A3 訪談記錄，2009 年 9 月。 



專業與民主：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運作與調適 

‧9‧ 

賴結盟或利益交換的方式，以在委員會的投票中打敗對手，而往往是最「政治」

的。 

二、價值判斷與偏好 

即便環評的運作能夠形成上述主觀假設上的共同討論架構，有效地蒐集科學證

據，然而當環評本身涉及決策行為時，由於決策牽涉到社會中的資源分配、公共利

益的極大化、乃至於民眾的主觀感受，同時必須承擔政治責任。因此在運用這些證

據進行決策時，還必須回應社會的價值偏好，而顯而易見的，價值偏好很可能不具

共識。讓決策符合這個社會期待，乃民主的基本精神（Churchill, 1992），卻不易

達成。環境影響評估做出來的決策一定有價值取捨的效果，而環評委員是被社會委

託來進行這個決策，理論上要為社會做出符合社會期待的價值判斷。因此，即便在

很理想的證據搜集與辯論之後，環評決策無可避免地要處理價值取捨的問題：決策

過程中必須對價值的優先性等規範性的問題先提出某種判斷標準，學界稱之為「規

範性的假定」（normative presumption），然後據以判定開發案是否能維護這組價

值體系，如社會能承受或願意承受多大的環境風險。這個價值偏好上的假定在不同

的社會情境會有不同的組合情形，因此環評委員會不只是在作科學分析，應該還有

社會調查的任務。透過某種公民參與機制讓社會意見能夠反映在委員的決策行為

上，就在回應這方面的功能需求。 

三、政治意圖與權力角力 

環境影響評估既然有決定價值取向，乃至於分配實際利益的功能，就不能不防

止社會團體利用這個程序或機制來追求其學術以外的目的─不管是意識型態性的理

想還是實際的利益。從政治學的角度來看，制度既然存在，利用制度遂行其志乃天

經地義的事。然而，對於制度設計者而言，理想的制度應該讓個人追求私利的同

時，不致於損害公眾利益，同時讓相對弱勢的利益團體，能在制度運作的過程中，

受到基本保障。就此觀點而言，Flyvbjerg（1998: 229）的箴言值得重視：「權力越

大，越少理性（the greater the power, the less the rationality）」。因此，環評委員會

應該具備制度化的機制，以有效防止參與者以策略性的方式運用知識，如刻意忽略

豐富的科學證據、先有判斷再蒐集、展式證據等，來強化其政治實力，乃至於達成

其政治目的。一些程序上的規定，包括資訊公開和稽核機制等，都是有效箝制權力

不當擴張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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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環評制度的演變 

一、環評制度的原始設定與政治邏輯 

我國早期環境影響評估最重要的特色是去政治化的專業決策：把政治決策包裹

在專業的決策機制中進行。雖然我國許多制度都是從美日等國引進，但可能因為情

境的需求，也可能因為立法者的特殊考量，往往有一些別出心裁的設計。在環評制

度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設計，而這些設計似乎都有助於減緩民主程序與政

治力量對於開發決策的影響，茲詳述如下。 

1.把政治決策放在專業官僚層級 

第一個制度設計的特色是把決策點置於環境專業機構─環保署─之上。環評立

法之初，行政院的草案原來是要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導審查，環保機關配合。這

與美國制度的邏輯比較接近：對環境造成多大的影響，或更精確地說，該影響是不

是可以被這個社會接受，可能不是單一價值的片面的考量，而必須在不同價值（環

境、經濟成長、人權、社會正義等）之間進行權衡。11 專家的角色在於提供專業

資訊，透過評估提供實際決策者在環境方面所需之資訊（當然其他幕僚則可能提供

其他層面的資訊），實際的決策則是透過這些資訊進行價值的取捨，是政治實力的

一較高下。這樣的體系之下，環境影響評估比較接近諮詢性機制，而不是實際決策

機制。 

台灣後來通過立法的環評制度迥異於此。在趙少康署長尋求立院昔日戰友的支

持，以及環保團體的動員下，通過的版本不但讓環境主管機關掌握整個審查的流

程，甚至還讓這個審查對於開發案具有實質的否決權：一旦審查結果不利於環境生

態，無法通過審查，開發案即必須終止。12 此一制度的基本邏輯是把環境價值視

為絕對價值，一種開發的門檻：一旦這個價值被危害，不論開發案能帶來多高的其

他價值，都不被許可。從提倡環境保護的角度思考，當然十分歡迎這樣的思維邏

                                                      
11 關於美國環境法體系的介紹和環境影響評估的制度設計與立法過程，請參考湯德宗

（1990）、丘昌泰（1993）、林千鶴（1990）；我國在研擬環評法草案時，亦大量參酌

日本「環境影響評價法」，因此原先的設計是由開發事業主管機關擔任環評主管機關，

相關介紹和比較請參考吳榮義、左峻德（1996）。 
12 詳細審議過程，請參考立法院秘書處（1995）。 



專業與民主：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制度的運作與調適 

‧11‧ 

輯。但實際運作上，還是不得不在決策過程裡考慮保護環境所要付出的代價，因此

等於是把政治決策帶進環境專業之中。只是當決策在環境主管部門中產生，參與決

策的人可能多具備一些對環境友善的態度與思維，則可望產生比較重視環境利益的

決策。因此在仍然非常強調經濟發展的開發中國家而言，這樣的設計不無道理。13  

這樣的設計也反映在當時政治現實的考量。以當時環保署的地位，似乎無法抗

拒經濟相關部會的壓力，因此環評恰似一把尚方寶劍，賦予環保署格外龐大的政治

權力。顧名思義，環保署以「署」名之，其地位無法和內閣中的部、會相比。

「署」通常是「部」的一級單位，如內政部警政署、財政部國庫署，農委會漁業署

等，以署之名參與內閣，似為一種「准內閣」的折衷作法：可能業務非常重要，需

要獨立運作，但編制比一般部會小很多。反映在實際政治倫理上，早年署長於內閣

會議乃以「列席」的參加，似乎不承認其為正式的閣員；此外也可以從其升官的路

徑來觀察：早期可觀察到經建會副主委（張隆盛，副部長級）「升任」署長，署長

「升任」部長（如簡又新至交通部）。以矮半截的身份面對位階較高的其他閣員，

要署長力排眾議堅持環境價值，似乎有些強人所難。然而，一旦掌握環評審查的否

決權，不但能在制度面授予環保署合法的職權，在政治互動上，也讓環保署因能直

接影響其他單位的業務，而在政策協調的過程中享有更大的發言權。 

雖然在理論上環評只是個門檻，通過環評之後，還需要通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在其他方面的審查，涉及土地利用爭議的開發案也有都市計畫的審查關卡，但在實

務上，台灣於 1980 年代與 1990 年代初期經歷了非常激烈的環境抗爭，開發案的主

要反對力量就來自環保團體與地方反污染的自力救濟組織，因此整個開發案的決策

點提前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的過程中；而這個將決策點下放到環境機關的制度設

計，也將無可避免地讓行政專業機構成為激烈的政治爭鬥場域。 

2.以獨立的專業委員會取得決策正當性 

第二個制度特色是透過專家決策取得環評決策的正當性。以常識判斷，上述制

度將專業的環保署推到第一線去處理棘手的政治問題，看起來有點不理性，但在我

國的情境中，它卻是務實而具備政治智慧的作法。環保署自脫離衛生署獨立以來，

就一直處在紛擾的政治情勢之下。遍地烽火的反污染抗爭讓政府焦頭爛額，因此成

                                                      
13 伴隨著政治逐漸開放而釋放的環境利益乃至於激烈的草根抗爭，與經濟發展間產生的衝

突，很大一部分也透過大量的環境立法與多元化的政策工具得到緩解，學者們視為民主

體制下制度承載力的建構（ institutional capacity-building, 葉俊榮，1993：115-119；
1997；Tang & Ta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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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環保署來處理善後，並透過大量環境立法預防未來的抗爭事件。雖然隨著污染排

放標準日漸嚴格以及污染產業外移而慢慢平息，隨之而來的卻是民眾權力意識高漲

後的鄰避抗爭。因此，環保署從設立之初即具備明顯的政治性格，早期成長的階段

經歷了無數政治爭鬥的洗禮，也很早發展出獨特的存活之道，與環保團體形成某種

既緊張又合作的關係（蕭新煌，1997；2004）。一方面環保團體要靠環保署對抗政

府內偏重發展的政策主張以及政府外的經濟利益團體，另外一方面，環保署也是這

些團體長期監督批評的對象。對環保署而言，環保團體既是麻煩的製造者，卻也是

重要的權力與正當性來源。環境影響評估就在這種複雜的情結下，把決策權交付給

環保署，同時以巧妙的機制來保護環保署免於承受過大的政治壓力：獨立的環評審

查委員會。 

行政機關內設置獨立審查委員會是近年常見的設計，在司法與行政機關之間找

到一個折衷的方案。司法機關能夠以保障決策者職位的方式，確保其獨立進行專業

判斷的空間，以享有不同來源的正當性，如源自於法律詮釋或其他專業知識的判

斷。這種正當性的替代來源在民意基礎薄弱或意見嚴重對立時，就顯得特別珍貴。

但對於行政機關（立法機關亦然）而言，讓出決策主導權，或大幅增加不確定性乃

置於控管的行政成本，卻非其所願。14 在機關內部成立一個獨立的決策委員會，

代行職權，一方面以任期、明確的制度保障其自由裁決的意志，取得決策可信度與

正當性，另一方面也以任命權、預算、後勤支援等方式取得某種程度的決策掌控

力，冀能同時滿足兩種難以相容的需求（Horn, 1995）。 

環評委員會就反映了這樣的需求。當時正值民主轉型，威權時期政府不計代價

追求經濟發展以維繫政權的延續，導致人民對政府決策的不信任，進而影響行政機

關因信賴信託關係（fiduciary）而取得之決策正當性；同時，許多環境影響評估案

件審查面臨的決策，又是高度爭議性的議題，在缺乏相關配套制度的情形下，也很

難以訴諸民意的方式來取得所需的權力基礎。此時，比較可行的方案，似乎是把決

策權交給仍然受到社會某種程度信任的專家學者手中。環評法規定，環評委員會的

組成，必須有絕對多數（三分之二以上）由不具官員身份的專家學者擔任，而這些

代表社會良心的專家學者，則依照其專業知識與超然的立場，獨立地為政府做成決

                                                      
14 相較於美國司法體系在環境影響評估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丘昌泰，1993；陳錦芳，

2004），台灣目前雖有少數司法介入環評審查結果的案例，仍不多見。除了制度設計上

本身即賦予環評委員會否決權，而不僅是諮詢權外，我國的司法機關欠缺積極、有效的

訴訟類型，例如預防訴訟、公民訴訟等也是重要原因（黃錦堂，1994：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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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俾取信於爭議的雙方。這樣的設計，一方面當然增強了決策的正當性─尤其當

社會大眾看到該委員會確實有膽識擋下重大開發案（比較知名者如香山海埔新生

地、關西機械園區等）而累積更大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保護主管的行政機關（環保

署）免於過大的政治壓力。 

3. 以程序設計排除政治干擾─二階段環評的設定 

開發案決策因涉及龐大成本與利益分配的而往往處於高度政治化的爭鬥狀態，

但支持與反對陣營之間卻缺乏有效的糾紛仲裁機制，導致達成協議的交易成本極

高。15 在表達政策意見管道尚未建置完善、吸納或折衝對立意見與利益的制度承

載力尚待提升之際，適度控制政治人物在決策過程中的操弄空間，似為建立民眾對

於制度信賴感的重要條件。環評制度中兩階段審查的設計，形成了防止政治干預的

保護傘。環評中比較重要的公民參與機制在於第二階段的公聽會。16 第一階段的

說明書，並不要求開發者舉辦公聽會或說明會，因此，關切開發案的民眾除了在環

保署前示威或進入委員會旁聽，其他並沒有太多表達意見的機會（陳惠美，

2007）。第二階段多了現場探勘、邀請居民參加公聽會、把社會影響納入評估等規

定。與國外相對細密的公民參與機制相比，我國去政治化的意圖相對明顯。17 即

使第二階段可能提供比較多的政治參與機會，但是否進入第二階段，還是交由專家

在第一階段結束前篩選。根據粗略的統計，大約有 9.3% 的開發案（如表二，一般

相信都是比較重大、具爭議性的案子），進入二階環評。換句話說，九成以上的環

評審查沒有正式的公民參與機會。這種透過程序設計來阻絕政治影響力的作法，相

對較少人意識到其所具備的政治意涵。然而，當「專業」的正當性受到挑戰，其他

政治性的正當性，如公民參與、決策的利益代表性等，就重新被提出，而和原先設

計為專家決斷的精神互有扞格。 

二、專業正當性的窮困與回應 

上述理論上的爭議，也反應在我國環評實務之上。如前所述，台灣環評法原始

                                                      
15 開發案往往同時也是「鄰避設施」。「鄰避」（NIMBY, Not In My Backyard）現象，指

涉該設施附近居民眾因設施興建與開發所帶來的健康、財產等風險而往往加以抗拒。相

關理論的介紹和本土經驗的分析請參考丘昌泰（2006）。 
16 2002 年環評法第三次修正把「聽證會」改為「公聽會」，作刻意的區別。 
17 儘管如此，環評制度中的民眾參與仍然是許多研究者感到興趣的焦點，相關研究請參考

朱斌妤與李素貞（1998）、涂鳳瑜（2005）、曾家宏（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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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度設計，在於將政治決策包裹在行政體系內部的專業決策裡。換句話說，它具

有對於開發案的實質否決權，是為「決策」性質的制度而非美國式的諮詢性質；另

一方面，它卻用「專業化」的原則避免上述「政治決策」所面臨的政治爭議和正當

性問題。這樣的制度設計在發展為導向的民主轉型初期不無道裡，然而隨著政治社

會環境的改變，也必然面臨制度變遷的需求。此間的關鍵在於環評既然做為決策性

的制度，一方面不可能自外於多元的社會情境，而需要考量公眾的價值和利益，過

去以專家決策取代民主妥協的做法逐漸遭受質疑；另一方面，環評本身既肩負利益

分配的決斷能力，等於是將政治決策提早至環評階段，也就難以避免各方利益群體

設法影響環評過程，許多政治折衝和角力，自然也就一一在環評過程中上演。 

當民眾不再相信環評是專家基於專業，在不受干擾的狀態下為社會作良知的判

斷，則環評基於專業的正當性便迅速流失。要讓環評繼續運作，就必須補充其他正

當性來源，其中一種是民意基礎，可能讓環評進行可信度高的民意調查，或舉辦規

模夠大的公聽會或其他審議式民主的民意表達活動；另一種則是比例代表，讓不同

立場的人（如環保團體）獲得環評決策者的身份。前者對於環評專業的影響比較

小，後者則因為運作邏輯的扞格而容易造成制度失靈的問題：姑且不論代表的比例

如何分配，利益代表的邏輯是承認其立場，承認其反對的權力，迫使決策參與者彼

此間進行協商。但環評專業的邏輯還是一種期待參與者願意放棄成見與立場，嘗試

找尋共識或最大公約數的努力，在過程中成員願意姑且同意對方的假設，看看能不

能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答案或解決方案。 

我國在第一次政黨輪替後，顯然試圖往後者的取向嘗試。誠如前述統計顯示，

我國環評運作在 2000 年以後呈現比較低的個案通過率以及較長的處理天數，顯示

環評處理的方式不若以往順暢。然而上述作法似乎並沒有重建民眾對於環評的信賴

感，反而因為加劇的政治紛擾，政府難以抵擋政治風暴而從原先的改革方向上退

縮。2007 年隨著張國龍署長和第六屆環評委員的下台而重返「專家決策」的路

徑。18 這也許解釋本屆環評委員會多了一個「專家小組」的特別制度─在專業委員

會中另組更專業的小組，用意似乎在於補充環評逐漸喪失專業正當性。但成效如

何？ 

                                                      
18 學界和社會各界對於環評的問題已累積相當質量的針砭，其中許多批評與建議都十分中

肯，請參考王迺宇（2006）；高源平、游千慧（2005）；徐光蓉（2007）；許紹峰、徐

世榮（2001）；陳惠美（2007），確實也有許多問題一時無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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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度調適：大林電廠案的專家會議 

在環評委審查過程中設置「專家會議」的構想，於 2008 年在環保署中被提

出，希望能夠解決環評的爭議。雖然受訪的環保署官員對這個「創舉」顯然頗為自

豪，19 但事實上類似的制度在衛生署已行之多年。如 SARS 爆發時，是否將 SARS

列為法定傳染病，防疫工作如何部署等決策，都曾透過專家會議來確認，一方面避

免行政機關的決策盲點，二方面也強化決策的正當性。鑑於環評委員會中，可能對

於環評議案中許多基本事實都無法達成認定上的共識，因此由爭議的雙方各自推薦

足以信賴的專家，來協助環評委員會認定所涉及的相關事實。這個機制首度在大林

電廠的審查爭議中被提出，後來在永揚垃圾場的運作似乎較為順暢，20 但在台電

大林電廠則顯然未達預期效果。 

1. 大林電廠機組更新案 

台灣電力公司（簡稱台電）為應付每年 3.9% 的用電成長率，在 2004 年宣布

十年內將投資 1 兆 250 億元以增加供電能力，包括推動深澳、林口、大林、彰工電

廠發電機組全面升級與更新（林燕翎，2004）。其中，大林電廠更新案預計將從過

去兩個燃煤、兩個燃油、一個燃氣的機組更新為四個燃煤機組，並於 2007 年開始

進入各個審查程序。該案在經建會獲得 1194 億的投資審核通過，並列為國家重大

建設計劃，但在環保署的審查過程中，則受到地方政府與環保團體的強力杯葛。此

更新案主要的爭議之一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儘管更新後的燃煤機組採用高效率、低

汙染的超臨界壓力燃煤機組，21 但二氧化碳的排放總量，每年將增加 1079 公噸。
22 另外一項引發爭議的汙染物則是粒狀汙染物。汰換前，既有機組每年排放粒狀

                                                      
19 環保署官員 A1、A2、A3 訪談記錄，2009 年 9 月。 
20 永揚掩埋場案原為台南縣層級的環評案，卻因為環團質疑環評報告書做假而由環保署出

面召開專家會議。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釐清 a. 有無斷層通過、b. 地下水的流向、c. 地
下水的流速等，不但由正反雙方推派學者專家進行討論，由於當時的資料不足以判斷上

述命題，再由專家遴選土木技師進行採樣，同時採樣的過程全程錄影。歷經了四次的專

家會議，確認當地確有斷層且有汙染地下水之虞，而推翻原環評報告書的結論。環保署

官員 A1 訪談紀錄，2009 年 9 月。 
21 根據台電最初送環評審查時之資訊，二氧化碳的排放強度將由 0.946（kg／kwh）與

0.926（kg／kwh）降為 0.789（kg／kwh），詳見林淑媛、陳秀蘭（2007）。 
22 原先估計約年增 500 公噸，但在環評過程中逐步調查和釐清後，認定將增加兩倍以上的

初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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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物達 256 噸，汰換後 4 機組總共將排放 597 噸，污染量增加一倍有餘。23 因

為細小的懸浮微粒可能深入肺部，對人的呼吸道、肺部造成傷害，並增加罹患肺

病、中風、加重氣喘及心臟病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故這項更新案在高雄地區引

起在地民眾相當的不滿。24  

此案遂發展成典型的鄰避效應─污染由地方承受，穩定的用電供應由國人共

享，因此高雄市不分藍綠達成共識，環保團體與環保局聯手提出相關數據，包括高

雄市民的平均壽命、平均二氧化碳接收量等，來反駁台電說法，並由高雄市議會召

開臨時會，以超高之效率在環評第三次專案小組會議前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台電應

達到所有空汙量和二氧化碳不增量的目標。 

正因為來自地方的高度反彈，有別於環評初審「不超過三次」為原則，25 大

林案中專案小組直到第四次小組會議才達成了機組減半的決議。然而這個決議卻同

時讓爭議的雙方不滿。環保團體認為，兩個機組固然能使懸浮微粒的排放減半，但

二氧化碳卻仍會增加一百萬噸，因此能夠接受的底線是一個機組。反之，台電認定

「二氧化碳並非空氣汙染物」，不應該列入燃煤電廠環評項目，故向環保署提出申

覆。正因為則因為台電的申覆以及雙方的歧見過大，該案在進入大會審查（環評委

員會）時，未如同時審查的中鋼中龍鋼鐵廠開發案獲以有條件通過環評，26 而由

署長沈世宏宣布退回小組重審。 

此間，環保署另外召開「專家會議」，希望釐清電廠擴建案中二氧化碳和空氣

懸浮微粒實際增量的情形。經正反雙方推派具相關專業背景的學者專家，在爾後的

近一年內，共召開兩次專家會議，然而在無法做成任何結論的情況下，依舊回到專

案小組會議中討論。由於專案小組內部無法取得共識，第五次小組會議遂以二部機

                                                      
23 此為排放濃度由 12mg/Nm3 降低為 9mg/Nm3 的數值，原預估排放量為 540 噸/年。 
24 例如詹長權教授也於環評專案小組會議中提及其研究結果發現高雄地區的 PM 濃度約高

於台北地區的 40-60%（「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計劃環境影響說明書」專案小組第四次初審

會議紀錄）。本文所引用之環評審查會議記錄和各書面資料，皆可於環保署「環評書件

查詢系統」查詢並下載，參閱網址：http://ivy5.epa.gov.tw/eiaweb/。 
25 請參考「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專案小組初審會議作業要點」，其中將初審專案小組會議

召開次數明訂為「以不超過三次為原則」，以避免環評程序過於冗長。 
26 值得說明的是，該次（2008 年 6 月 9 日）環評委員會不但是 2008 年新政府上台後第一

次的環評大會，更因為將審查大林電廠、中鋼的中龍鋼鐵廠等開發案，而成為新政府

「節能減碳」施政目標的試金石，故備受關注。兩者都涉及大量二氧化碳（超過 1000 公

噸/年）的排放。最後，中龍鋼鐵廠依照研擬中的「溫室氣體減量法」，只要企業配合政

府減量，以「購買碳權」的方式即可予以開發，因此有條件通過所有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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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和四部機組兩方案並陳的方式，送大會審議。在大會經過十二小時的「馬拉松環

評」討論後，由主席環保署長沈世宏交付表決，在 7 票贊同二機組、6 票贊同四機

組、1 票棄權的情況下，由二部機組的提案勝出，即先通過建構二機組，及不增加

二氧化碳為承諾，未來視需要再提另兩機組。 

2.案例分析 

本案顯示，在「事實」的背後，往往有一些前提，讓事實代表不同的意義。燃

煤電廠的機組將產生多少的空氣汙染物質或二氧化碳，也許不難推估。但該事實的

意義如何被社會感受與認定，如何在環評中被援用以進行決策，卻涉及主觀的感受

與價值觀的判斷，當社會成員的感受與判斷之間有重大差距，如何妥協，或誰的判

斷與價值主導，就顯然超越理性論述的範疇。大林電廠的案例中的排碳問題即為顯

例：高雄市政府和環保團體主張機組更新後將增加排碳量，因此也將增加高雄市民

的負擔（以「人均排碳」量計算），但根據環保署的說法，溫室氣體造成的是全球

性的影響，高雄市排出的二氧化碳，其實並不會特別對高雄市民造成負擔。27 從

這個角度觀察，高雄市政府代表市民以此作為利益損失的抗議訴求，鑿斧痕跡似乎

過於明顯。但既然環評委員代表整個社會進行價值判斷，代表整個台灣表達對全球

暖化問題的道德責任立場，也無可厚非。只是在溫室氣體減量相關法律尚未出爐

前，是否該就二氧化碳排放量這個項目進行審查，則是另外一個問題。為這些問題

作決定，似乎是政治家的責任，而不是科技專家能夠而且應該負責的事。 

但在我國，主要由專家學者組成的環評委員會就必須為這些爭議性極大的問題

作成決策。大林電廠案自 2007 年初進入環評程序之初，乃由第六屆環評委員所組

成的專業小組負責審查。如前所述，加入環保團體的第六屆環評委員對環評運作產

生極大的衝擊，效果之一是多元的價值觀引入環評討論，挑戰以往科學技術面背後

的共識。根據統計，社會經濟問題佔專案小組內發言的比例，從 7.02% 升至

17.53%；以往環評較擅長處理的生活環境問題（如物理化學環境和交通運輸設施

等），則從 65.33% 降至 52.23%（許靜娟，2009：58）。另一個明顯效果則是降

低單一專業在環評中所扮演的決策角色。例如在第六屆環評委員審查大林案時，環

評委員的關懷從二氧化碳和各種空氣汙染物的排放問題、電力需求和電力備載容

量、發電量和二氧化碳增量比、替代能源的可能到居民健康危害、當地意見領袖態

                                                      
27 請參考 http://share1.epa.gov.tw/enews/Newsdetail.asp?InputTime=0980714191742，於 2009

年 10 月 1 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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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等，都不是任何單一專長的委員能夠主導。28 相對而言，經濟部與台電的立場

則相對單純，認為在穩定的供電考量下，29 能源使用效能可以透過設備更新而提

升，符合「全國能源會議」汰舊換新的指導原則。 

多元價值與利益的引進，導致環評委員會內的互動趨於複雜，衝突加深。一方

面處理這些衝突，需要某種程序上的基礎，二方面當彼此實質目標（不論是價值與

利益）處於對立的零合賽局情境，決定程序就決定勝負得失，因此第六屆環評審查

不僅是社會經濟面向的討論大幅增加，過去較少觸及的程序問題，也從 1.58% 鉅

幅增至 15.91%（許靜娟，2009：58）。委員們對於程序問題的執著，顯示彼此立

場對立嚴重，過去強調的和諧氣氛與共識取向的互動模式，在第六屆環評委員會的

審議過程中已非常態。 

（1）政治凌駕專業的危機 

第六屆環評委員挑戰以往將政治問題包裹在專業論述中，以達去政治化目的的

決策模式。由於環保人士被政治任命為署長，許多環境運動人士進而被延攬進環評

決策圈，打開了潘朵拉的盒子，開始質疑以往審議的前提假設、基本價值觀、過程

的正當性，乃至於利益分配的合理性等諸多問題。30 這些問題多非關客觀事實的

認定，因此超越了單純的科技專業能夠處理的範圍。但多年來實施的環評制度，卻

要這些專家學者來為環評的政治決定背書，只因為民眾對政府的決策的信任不足。

而這個獨立而專業的委員會，經過多年的運作，已累積相當的信譽，一般民眾以及

爭議的雙方都願意接受這個機制的裁決，而不想細問這個決策背後是否有更基本的

問題。諷刺的是，當環評委員會內部成員開始質疑環評的程序正義和決策所依據的

                                                      
28 「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計劃環境影響說明書」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記錄。 
29 主要的關鍵在於電力備載容量的比例，台電和經濟部的立場以 16% 為估算基礎，著眼

於電力無法儲存，因此必須確保供電無虞。反之，環保團體則認為，台電以旺季用電量

的估算方式，事實上是嚴重高估和浪費；此外，環保團體也認為這亦涉及區域分配正義

的問題。儘管台電認為未來大高雄地區成長的用電量，將大於大林電廠的發電量，因此

能源設施的改善對地方有重大利益。然而，環保團體相信這建立在台電本身對於未來用

電成長的估計，包括許多尚未實質開發的規劃，如高捷、州際貨運碼頭、鴻海公司等。

環保團體主張，經濟景氣衰退、人口減少、電價上漲所產生的用電量減少、需求端的管

理等，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地球公民協會「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一次專家延續會議書面意見」）。 
30 除了前述許靜娟（2009）的統計數據呈現出環評委員的基本關懷和發言內容有根本性的

不同，許多環評委員在和作者的訪談中也紛紛指出這個現象（前環評委員 B1、B2 訪談

紀錄，2009 年 8-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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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價值時，環評機制的正當性也迅速被削弱，在替代機制形成並取得社會信任之

前，就會造成重要發展政策出現決策僵局的危機。此一危機曾於 2000 年扁政府上

台之初發生，同樣是環保人士被任命為署長，而嘗試讓環評決策更能回應環保團體

的訴求，但引發的危機導致新手上任的政府迅速退縮，改弦更張地以比較漸進的方

式吸納政治面的需求。2005 年扁政府再度進行比較大膽的改革嘗試，危機隨即浮

現。面對許多開發政策的僵局和大選即將逼近的壓力，政府必須處理環評委員會正

當性流失的問題。 

（2）專家會議為制度困境解套 

從 2007 年所組成的第七屆環評委員會可以推斷，扁政府執政後期再次希望回

歸專家決策的常軌，因此許多代表環保團體的環評委員在任期屆滿後即未獲續聘。

由第七屆委員組成的第二次小組會議，遂將討論重點放在如何降低粒狀汙染物等較

為單純的技術問題，擱置有明顯政治爭議的二氧化碳增量的問題。幾次小組的專案

會議都面臨地方的龐大政治壓力。高雄市朝野鑑於當地已經十分嚴重的空氣污染，

因此對新增的懸浮微粒和二氧化碳十分介意；而台電「南電北送」的計劃誘發常見

的鄰避情結與受害意識。31 在地的反對力量因當地政府的挺身對抗而顯得更為強

勢。高雄市環保局本身具備相當強的行政與環境專業能力，能掌握重要的調查數據

及相關資訊，挑戰環評委會專案小組的專業，如二氧化碳和懸浮微粒的排放量，皆

在高雄市政府提出新的數據後，讓環評委員重啟討論；32 地方議會則有綿密的網

                                                      
31 高雄市環保局和環保團體主要的論述基於高雄市由於加工出口業和燃油重工業為主的經

濟結構，一向是台灣汙染最為嚴重的地區；而小港不但是高雄市汙染最嚴重的地區，其

汙染主要的來源即是大林電廠，如今台電試圖「更新」電廠，必然帶給當地更沉重的環

境負擔。加上在台電的電源開發計畫中，原先規劃興建中的彰工火力電廠、深澳火力電

廠、林口火力電廠，通宵火力電廠，皆因燃煤電廠因素，在環評過程中受阻。可以想見

的是，假若台電的電源開發不如預期，而大林電廠又順利更新，未來支援其他缺電地區

是可以想見的。因而在「南電北送」的疑慮下，大林電廠被視為違反地方利益的鄰避設

施，遭致朝野的一致反對。此間高雄市政府曾以同期的苗栗通霄電廠更新擴建計劃相互

比較，據此反對燃煤發電，並以高雄人所遭受的不公平待遇作為訴求。由於通霄電廠採

取天然氣發電，一年的二氧化碳排放量僅約 700 公噸，不及大林電廠的一半。事實上，

台電選擇在高雄興建有其營運效益之考量。大林電廠鄰近高雄港，因此能夠省去運輸成

本，並以相對低廉的價格獲取煤料，在單純的經營或是本益考量下似乎是較為理性的選

擇。 
32 許多與會的委員和學者皆提問為何台電的資料和高雄市政府提供的數據出現落差，因此

重新就許多數據的偵測和模擬重新釐清（「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計劃環境影響說明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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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以及動員能量，在會場外及媒體上對決策者形成龐大的心理壓力。這導致環評委

員會在第三和第四次小組會議中，又把二氧化碳與懸浮微粒等污染問題，重新拉回

議程的主軸。高雄市政府壓力，再加上台電無法承諾所有的汙染減量要求，環評委

員遂以折衷方式，在第四次專案會議中建議先行通過兩部機組，看汙染減量的情形

如何再考慮開放另外兩機組。 

如前所述，這個決議受到爭議雙方的抗拒，環保署長沈世宏遂在案件送進環評

大會後裁示退回專案小組再審。此一裁示不啻對環評委員會的專業和公信力給予一

記重擊：專案會議的決議不是因為專業問題被退回，而是因為政治可行性被退回；

不是其判斷汙染程度不夠權威或有程序瑕疵，而是無法被爭議的兩造所接受。此時

環保署的做法已承認了環評本身的「政治性格」，卻規避解決政治問題制度設計，

而回頭強調「專業」。 

面對政治壓力，環保署長除了以道德訴求，公開呼籲台電公司和地方政府好好

溝通，便是另創一個更專業的「專家會議」來取代原本就是以專家為主體的環評專

案會議。雖然部分問題涉及科學專業上的爭論，如衍生性汙染與原生性汙染的抵換

是否適當，33 但這部分未必不能透過原來的專案小組予以釐清。而詳審替代的

「專家會議」，似乎與專案小組會議有相當程度的重疊：同樣的政府部會、地方政

府和開發單位代表、環評委員、環保團體，幾位被推薦的專家甚至是第六屆的環評

委員，兼具環保團體領袖的身份。34 換言之，專家會議的「專業性」並沒有顯著

的提升，卻因為由雙方推薦的專家所組成，其中利益代表的性質反而極為濃厚。就

發言內容而言，專家會議的討論略顯零散，例如總體用電需求和節能努力、燃煤的

必要性、備用容量等，35 來自多元價值和預設的質疑又成為無解爭議。 

                                                                                                                                                 
案小組第三次初審會議紀錄）。 

33 例如根據台電的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規劃，汰舊換新後的新機組會裝設先進完善的空氣汙

染防治設備，硫氧化物（SOx）與氮氧化物（NOx）排放，將比現有老舊機組大幅減少

5,014 噸與 1,909 噸，是否能夠抵減懸浮微粒的增量，比較容易有科學根據上的論述。 
34 按「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計劃環境影響說明書」專家會議簽名單，除主席范光龍一如專案

小組的設置以外，出席人員包括環評委員顧洋、李育明、經濟部能源局和國營會的代

表、高雄市政府和環保局的代表、以及由總工程師杜悅元領軍的台電團隊都和專案小組

雷同。由兩造推派的五位專家中，更包括徐光蓉教授和周晉澄教授等第六屆環評委員。

至於看守台灣、高雄市地球公民協會等民間社團則同樣列席旁聽。 
35 會議結論包括三點：1. 補充粒狀汙染物年平均排放濃度之確認方式；2. 再研擬粒狀汙染

物抵減替代方案；以及 3. 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見。第三點約略

可說明會議中並沒有非常明確的焦點或議題（「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計劃環境影響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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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第一次專家會議的焦點過於分散，加以台電卻仍有包括大林電廠和彰工火

力發電等十五個機組欲新增或擴建，皆涉及基本用電規劃、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

環保署決定另行召開第二次專家會議，將焦點限縮於空氣汙染物（懸浮微粒）的清

除和抵換問題。儘管如此，與會的學者之發言卻稍顯保守，不但對於抵換的效果看

法分歧（四季、海路風的影響），對於抵換的轉化率更無人提出定論，因此以「未

達成共識」作為結論。根據會議記錄，專家們將未能達成共識歸於「主管機關相關

抵換規範尚未研議完備」。換言之，「專家」本身並無法針對抵換機制作成見解，

而必須參酌法令規範。 

（3）重返政治：妥協和決策 

有幾種可能的因素導致透過專家會議的成效有限。首先，所謂的專家組成是由

正反各方推派專家，可想而知，反方推派的專家會站在反方的立場主張，正方亦為

正方堅守立場。因此可以看見政治性質最明顯的第六屆委員反而藉由專家會議回到

環評體制內，繼續發揮影響力。由於該案懸宕許久，又是經建會通過的重大施政計

劃，政府方面的立場也在多次環評審查中為人所知悉，因此儘管特別另設專家會議

以避免政治干擾，該案本身的性質和氛圍（一方是政府強力支持的開發案，另一方

有環保團體大舉動員和介入）卻很難擺脫政治的影響。其次，專家會議本身並無任

何的法源根據或法律效力，換言之做成任何結論也未必具有效力；在高度的社會張

力下，龐大的壓力和可能有限的法律效力，即便是「專家」也難以自外於社會壓力

的情境因素。因此除了上述某些立場特別堅決的與會學者以外，與會學者在表達意

見上也特別小心，以免成為任何被攻擊的對象。36  

儘管一連串的專家會議和迅速核定的「空氣汙染抵換處理原則」，顯示出環保

署化解相關爭議的決心。然而問題最終的化解仍然來自各種政治角力和政治妥協。

在大林電廠更新案退回小組審查後，歷經了兩次專家會議，整整一年之後才召開第

五次小組審查。可以說當客觀的問題都獲得相當程度的釐清，主觀的爭議和各執立

場的對抗始終難以解決。在第五次審查中，儘管六位委員中有四位贊成二部機組，

兩位贊成四部機組，然而爭議本身的政治性讓環評無論做成任何決策都可能成為另

                                                                                                                                                 
書」專家會議紀錄）。 

36 另外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在於，即便是專業的判斷，也涉及非常多人為主觀的因素，例如

模擬的方式、考慮的參數、和引用的實驗數據等。當這個會議定義為專家會議時，似乎

不應針對這些涉及主觀取捨的問題下定論，也使得與會學者維持保守的態度（前環評委

員 B1 訪談紀錄，2009 年 8-9 月）。 



‧公共行政學報‧  第三十五期  民99年6月 

‧22‧ 

一方的箭靶，這使得審查小組呈現出和專家會議類似的保守態度，而由主席范光龍

作成兩案並陳的結論送大會審議。37  

換言之，即便經歷了五次的小組審查、兩次的專家會議，許多的調查和證據被

提出，許多的學者專家參與討論，卻似乎無法用專業的方式取得共識。第五次小組

審查的意見和相距一年前的第四次審查結論相去不遠，卻必須以「政治」的方式由

主席裁決以兩案並陳的方式通過。同樣的，到了大會之後依然是爭論不休，最後由

環保署長沈世宏提議，以不記名表決方式通過二部機組，這樣的決策模式依然回歸

政治性質的投票表決。而這個結果被高雄市政府和環保團體視為一大勝利，相較於

第四次小組審查時，他們堅持只接受一個機組，此刻卻欣然接受二部機組的決議，

可視為民主妥協的政治過程。38  

伍、結論：政治真是壞東西？ 

我國環評制度在特別的政治情境下被設計出來，特色就在於保護其免於政治干

擾，以比較純粹的專業正當性解決泛政治化開發爭議。當環評漸漸累積威信，我國

經歷了政治環境的巨變，民主化的結果讓執政者希望以新的作法來強化環境影響評

估的正當性。但政治上利益衝突的本質，和原先專家決策的邏輯缺乏調解的機制，

還沒能增加決策的正當性，就先減損了民眾原先對專業決策的信賴。不論是讓署長

強勢主導環評決議，還是將利益代表納入環評委員的任命考量，制度設計都和原先

去政治化的設計產生矛盾，導致環評的威信受到斲傷。為了補充這專業正當性流失

的問題，政府新增專家小組的新措施。其欲利用社會對於專家的信任來強化環評決

策正當性的意圖相當明顯。然而，把環評的問題放進歷史脈絡中理解，可以發現這

劑藥方並未對症。問題的癥結在於科學事實背後的基本假設、價值觀、以及利益糾

葛，本質上是需要談判協商的政治問題，而不是事實認定與釐清的問題。更多的專

                                                      
37 其中甲案維持第四次小組審查結論 2 部機組，乙案則同意開發單位的提案，附帶條件為

汙染排放不增量。受訪的環評委員也表示，由於專案小組的決議往往不是被署長退回，

就是被環評大會推翻，因此讓小組成員越來越缺乏投入的熱忱（前環評委員 B1、B2 訪

談紀錄，2009 年 8-9 月）。 
38 相對於高雄市朝野和環保團體的歡聲雷動，台電方面由於一直得到政府的支持，在環評

大會中落敗則顯得意外。兩座的發電量甚至小於目前的發電量，而台電也直言，兩座的

開發成本不符合經濟效益，不排除放棄更新，繼續使用舊的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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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更多層次的專業評估，解決不了政治爭議。 

從上述我國環評的發展，以及其他國家的案例觀察，可知環評很難自外於政治

與權力。尤其當我國民主鞏固之後，讓環評反映民意與社會偏好的呼聲不斷。但讓

利益代表以環評委員的身份參與環評決策，與環評的專業審查精神互有扞格，貿然

結合，只會撼動我國環評威信，並未能增加環評的正當性。相對而言，價值觀的取

捨以及利益分配等問題，涉及溝通與權力分配，屬於政治問題，需要以政治制度來

回應。改革之道，其一是向美國的制度靠攏，讓環評機制單純化與幕僚化，只負責

環境影響專業的審查與評估，把專業意見彙整提供給政治領袖，由政治領袖負責價

值觀與利益的協商與折衝。然而，這個改革途徑背離了我國環評發展的初衷與路

徑：當初就是政治人物無法擔負起鄰避決策的政治責任，所以才設計出一個獨具權

威性與仲裁功能的環評制度。雖然經過多年的政治發展，我國的民主成熟度應該已

有顯著提升，但政治人物能否因此一肩擔負起政治責任，恐怕還有商榷的餘地。 

第二個強化環評政治承載力（capacity）的改革趨勢，乃以歐洲國家為主，這

些國家企圖在環境評估的過程中，加入更多民主參與的機制。歐系的環境影響評

估，在概念上不把環評體系當成一種封閉式的、純粹的應用科學（ applied 

science），而視其為一種兼蓄科學與藝術性質的「市民科學」（civic science, 

O’Riordan, 2001; Kennedy, 1988），一方面強調科學的精確性，另一方面也具備意

圖明確的（purposeful）、適應的（ flexible）與相對的（ relative）等運作特性

（Sadler, 1996），承認環評運作往往面對高度政治複雜度與議題爭議性，必須以有

限的時間與資源條件，力求在達成嚴謹的科學分析的同時，能夠回應社會衝突性的

需求（Cashmore, 2004: 412）。這種市民科學的實踐，非常強調利益涉入者

（stakeholders）乃至於公眾（市民）在評估過程中的實質參與。近年快速累積的研

究（例如，Tilleman, 1995; Dresner & Gilbert, 1999; Hartley & Wood, 2005; 

O'Faircheallaigh, 2009），多將焦點放在如何將公民參與的機制融入環評的程序

中，許多創新的措施，諸如協商式的範疇界定（negotiated scoping）、社區諮詢委

員會（community advisory committees）、市民顧問團（citizen juries）、規劃小組

（planning cells）、審慎思辯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以及社區研製評估書

（community-prepared impact statements）等，不斷被提出、實驗（Shepard & 

Bowler, 1997），希望讓這種涉及科技爭議的決策，能夠透過理解、參與，協商，

找到解決的方案，藉以融合科學專業與政治。 

相較之下，我國改革的方向仍在於尋求專家權威性的決策模式，限縮政治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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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視民眾參與為洪水猛獸。雖然專家代理的決策模式在我國民主化的過程中，曾

扮演某種關鍵性的角色，讓環保團體取得制度性的槓桿，多次成功地挑戰龐大政治

經濟利益聯盟，在我國環保運動的發展中，功不可沒（Tang, 2003）。然而，當專

家決策的正當性因政治局勢的轉變而快速消退，環評需要更多元的正當性來源以支

撐其運作時，回頭再度強調專業，只是鑽進死胡同、掩耳盜鈴的作法。政治問題用

政治手段解決不只是美國大法官的口頭禪，更是國家領導人應有的常識。「政治

化」不是壞事，反而是解決問題的癥結。要讓環評適度政治化，首先必須將其抽離

專業官僚的決策體系，拉高層級，讓抽象的價值能被充分討論，讓衝突的利益攤在

陽光下審視。把政治參與的機制埋進評估書的製作與審查制度中，毋寧是我國環評

制度進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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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as been settled in Taiwan for 
about one and half decades. While professionalism has been the major appeal in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al sett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over-politicization at 
that time, more political demands have been imposed to the system in the 
course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emerging legitimacy cri-
sis, the governments have tried different approaches, including recruiting social 
representatives into the review committee in DDP government and setting up 
another specialist committee to make disputable decisions in KMT government. 
While the former generated a conflicting logic with professionalism, the latter 
tried to cure the political problems with blunt professionalism. By examining 
the case of Da-ling Power Plant, this paper suggests an innovation on the EIA 
institutions by incorporating more civil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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